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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视角的中国城乡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田文佳　程宇丹　龚六堂＊

　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和房地产
业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独特的土地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
中国，土地兼具作为生产要素和政策工具的双重职能。本文构建了
一个城乡多部门模型，研究土地对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的土地政策会影响城乡转型过程，存在最优的土地
融资比例；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会加速城镇化过程，但在长期
不利于资本深化，过度扩张会损害经济增长。

　土地要素，城乡结构转型，经济增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３．０８

一、引　　言

中国过去４０年的发展举世瞩目，土地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我国，土地具有特殊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土地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随
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土地从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不断转化；另一方面，
土地还是政府一项有力的财政工具，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深刻影响着
我国的城乡建设和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土地市场的双重功能出发，探
讨土地要素对我国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我国，土地出让和融资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对

城市土地市场拥有一级垄断权，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２０１６年我国的土地
出让收入达到了３．５６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值在０．５
左右，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日益增长的地方政
府性债务也与土地息息相关。以土地为主要抵押物的银行抵押贷款是地方政
府融资的主要渠道，根据２０１３年国家审计署公告，９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中银
行贷款占比５０．７６％，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地级市一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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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的债务余额占全部债务余额的５４．６４％。这些以土地抵押和土地出让获得的
融资主要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廉租住房的保障性支出等。由此可见，
通过土地获得的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和地方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而在我国城镇化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作用

更是不可忽视。４０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１８％增长到近

５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伴
随着城镇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快速
上升，而且第二、三产业中，与土地相关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份额增长得
尤其快。１９７８—２０２０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从７９．９亿元增长至７４　５５２．５亿元，
建筑业增加值从１３８．９亿元增长至７２　９９５．７亿元，在各个行业门类中涨幅仅
次于金融业。图１展示了两个行业占ＧＤＰ比重的变化趋势，显然这两个行业
的占比是不断上升的，１９７８年两个行业加总占ＧＤＰ的５．９％，２０２０年增长至

１４．５％，成为重要的支柱型行业。不断加速的城市建设推动着房地产业和建
筑业的发展，这两大产业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依托，同时也是２．８亿
“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归宿。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年房地产业、建筑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后，城市发展呈现出了 “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
镇化滞后”的显著特征。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城镇人口密度却在不断
下降，图２展示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９年城镇人口密度变化趋势，１９９７年城镇人口密
度是２．９万人／平方千米，２０１９年下降至１．８０万人／平方千米，年均降低４．２％。
这一趋势说明，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的扩张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房地产建
筑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用地超前扩张的特征事实，让我们关注到土
地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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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年城镇人口密度变化趋势

　　注：城镇人口密度＝城镇人口数／建成区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基于上述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本文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
结构转型模型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讨论城镇化和
城乡结构转型的问题。本文主要在结构转型的框架下展开。已有研究主要从
两个角度解释非平衡增长下的结构转型，一是需求效应，假设非位似的效用
函数，探讨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导致的结构转型 （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二是相对价格效应，假设部门间有不同的技术进步率和要素收入份额，相对
价格的变化导致结构转型 （Ｎｇａ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
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中国近几十年的转型过程，部分文献采用国
际通用的研究框架，从技术进步率差异、要素流动壁垒等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
长和结构转型展开研究 （陈晓光和龚六堂，２００５；陈体标，２００７；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李尚骜和龚六堂，２０１２；潘珊等，２０１６）。还有一些文献根据中国的经
济现实对研究设定做出了调整，严成樑和徐翔 （２０１６）分别考察了生产性公
共支出和福利性公共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郭凯明等 （２０１７）将国家贸易、
投资率波动、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等因素纳入研究。
关于土地财政，近些年也涌现出了非常多的研究。有很多文献致力于探

究中国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源，一支文献提出财税激励假说，强调土地出让对
财政分权体制造成的地方财政缺口的弥补作用 （周飞舟，２００６；孙秀林和周
飞舟，２０１３），但有学者质疑财税激励的解释力 （李郇等，２０１３）。另一支文
献提出土地引资的政策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工业用地规模、压低工业用
地价格直接吸引企业入驻，促进经济增长 （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４）。郑思齐
等 （２０１４）关注 “土地融资”的金融职能，提出了中国 “以地生财，以财养
地”的特色投融资模式。还有一些文献分析了中国土地财政的作用模式 （左
翔和殷醒民，２０１３；范剑勇等，２０１５；邵朝对等，２０１６）。以上研究都是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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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角度分析土地财政，还有一些文献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土地对短期均
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 （王贤彬等，２０１４；赵扶扬等，２０１７；梅冬州等，

２０１８）。
综上，目前尚没有文献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土地要素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本文以结构转型模型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经济增长
模型来分析土地要素的作用。一方面，各个部门的生产对土地要素的需求不
同，房地产建筑业部门作为土地和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促使土地从农业用地
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同时吸纳农村释放的大量劳动力，构成了城镇化的原
始 “吸力”。另一方面，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包括农村土地市场管制、土
地出让和土地融资等，也影响了城乡结构转型的过程。
通过求解模型和数值模拟，本文发现：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增大了

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会加速城镇化过程，并且在短期内通过城市部门的
快速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建筑业部门需要
更多的劳动和土地，这不利于资本深化，在长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损害经
济发展。此外，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提高了土地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推高了土地价格，是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政府用于融资的土地比例存在最优水平。这是因为

土地融资可以将土地转化为公共资本，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但同时也会降
低土地本身作为生产要素的比例。土地融资的最优水平取决于土地要素用于
生产的效率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此外土地融资会加速土地要素向城市的
转移，导致土地相对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而农村土地市场管制可以缓解这种
转移的不同步。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管制是正
确的，不管是城市土地融资还是农村土地管制，都造成了要素市场的扭曲，
推高了土地的相对价格，是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时，农
村土地市场管制还会损害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设定；第三部分探究平衡增长路径

上最优的土地政策以及城市中各部门份额的变化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第四
部分探究土地政策和房地产部门份额改变时各经济变量的转移动态；第五部
分总结全文。

二、模 型 设 定

本部分在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模型的基础上，依据研究问题
进行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拓展，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区分了
城市和农村，城市包含工业部门、房地产建筑业部门、政府公共部门，农村
包含农业部门；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土地要素，并构建房地产建筑业部门，
分析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该模型还刻画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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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讨论土地作为政策工具对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
影响。

（一）城市

１．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建筑业部门
城市中，主要生产部门为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建筑业部门１，两个部门均投

入资本Ｋ 、劳动Ｌ 和土地Ｔ 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Ｙｉ＝ＡｉＫαｉｉＬβｉｉＴγｉｉ ， （１）

其中，下标ｉ＝１表示工业部门，ｉ＝２表示房地产建筑业部门。αｉ 、βｉ和γｉ分别
表示部门ｉ的资本Ｋｉ 、劳动Ｌｉ 和土地Ｔｉ 的产出弹性，也即要素份额，假定
规模报酬不变，αｉ＋βｉ＋γｉ＝１，各部门的差异体现在要素份额上。Ａｉ为技术，
技术的进步率是外生的，记作ｇＡｉ 。在后文中，均使用符号ｇｘ 表示变量ｘ的
增长率。
假设１：α１ ＞α２，工业部门比房地产建筑业部门更加资本密集。
换言之，假设１表示房地产建筑业部门比工业部门更加劳动和土地密集，

这是符合现实的。研究中通常认为建筑业部门是劳动密集的，房地产部门是
资本密集的，但这一衡量方式没有剥离出资本中的土地，我们根据实际数据
计算得到，房地产部门的资本中近７０％是土地，因此考虑土地要素后，房地
产建筑业部门是高度劳动和土地密集的。
两个部门的厂商选择最优的要素投入进行生产，用Ｐｉ 表示部门ｉ产品的

价格，则厂商的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Ｋｉ，Ｌｉ，Ｔｉ

πｉ＝ＰｉＹｉ－ｒＫｉ－ｗＬｉ－ｐＴｉ ． （２）

式 （２）中，ｒ、ｗ 和ｐ分别表示资本Ｋ 、劳动Ｌ 和土地Ｔ 的回报率。求
解式 （２）的最优化问题，由一阶条件得到各要素价格满足

ｒ＝αｉ
ＰｉＹｉ
Ｋｉ

，ｗ＝βｉ
ＰｉＹｉ
Ｌｉ

，ｐ＝γｉ
ＰｉＹｉ
Ｔｉ

． （３）

用下标Ｍ 表示城市，城市总资本ＫＭ ＝Ｋ１＋Ｋ２，总劳动力ＬＭ ＝Ｌ１＋
Ｌ２，总土地面积为ＴＭ ，ＴＭ 的组成下文详细介绍。

２．政府公共部门
我们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政府部门进行设定。土地在农村用地和城市

用地之间转换，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政府只出让了城市用地中的一部
分，作为生产性土地投入工业和房地产建筑业的生产中。设该部分土地的比
例为ｕ，０＜ｕ＜１，是由政府决定的外生参数，则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为

１ 通常建筑业、房地产业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但由于本文以土地为主要分析对象，当土地作为一种生
产要素时，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作用难以分离开，因为建筑业并不置地，而是由房地产业置地后再由
建筑业帮助建造不动产，二者从生产过程来说难以明确划分，在结构转型过程中也是同时发挥作用的，
因此将两个行业合并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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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Ｍ ，ｕＴＭ ＝Ｔ１＋Ｔ２，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ｐｕＴＭ 。

城市土地中１－ｕ的比例为资本性土地，政府利用这部分土地进行抵押融
资，获得土地融资收入。政府抵押土地获得贷款，假设银行为非营利的金融
部门，不存在任何金融摩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率等于资本回报率ｒ。
同时，假设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回报率相同。政府以土地抵押进行融资，
土地的价值由生产性土地的市场价值决定，抵押的土地按照土地和资本的回
报率进行等价折算，土地抵押融资要求每一期所融资本的价值不超过抵押土
地的价值，因此土地抵押融资约束为

ｒＧ ≤ｐ（１－ｕ）ＴＭ． （４）

在这一假设下，政府向银行借款后，土地融资收入实际是形成了资本品，
转化成为政府的公共资本，政府使用公共资本Ｇ 进行一比一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需要维持收支平衡。政府的支出主要为土地抵押融资的利息，通过

财政收入向银行支付利息；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在此
为了简化分析，不再对具体的税收形式进行区分，假设直接向消费者征收定
额税Ｘ 。则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ｒＧ ≤ｐｕＴＭ ＋Ｘ ． （５）

３．城市最终品合成
我们假设各部门生产的产品为中间品，在最终品部门合成唯一的消费品。

但我们的模型中包含了多于两个部门，为了区分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之
间的区别，在此采用文献中常见的多层ＣＥＳ生产函数的方法 （徐朝阳，２０１０；
潘珊和龚六堂，２０１５），假设城市中工业部门、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产品和政
府公共部门的公共品合成城市最终品，城市最终品与农村农业产品再合成最
终消费品。

城市最终品部门购买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产品Ｙ１和Ｙ２进行生
产，价格分别为Ｐ１ 和Ｐ２，政府公共资本Ｇ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等城市建设，

产生外部性，也促进了城市最终品ＹＭ 的生产。为简化分析，假设城市各部门
之间的替代弹性ε＝１，城市最终品生产函数退化为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型，ＹＭ ＝
Ｙθ１１Ｙθ２２Ｇθ３ 。此时城市内各部门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θ１、θ２ 和θ３ 反映了工业
部门、房地产建筑业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的份额，假定规模报酬不变，θ１ ＋
θ２＋θ３＝１。在这一设定下，城市内部工业、房地产建筑业和政府各部门的相
对份额外生给定，我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城市和农村的相对份额变化，也即城
镇化的过程上。城市最终品合成的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Ｙ１，Ｙ２

πＭ ＝ＰＭＹθ１１Ｙθ２２Ｇθ３－Ｐ１Ｙ１－Ｐ２Ｙ２ ． （６）

求解式 （６）中的最优化问题，得到各部门产出的份额满足

Ｐ１Ｙ１＝θ１ＰＭＹＭ ， （７）

Ｐ２Ｙ２＝θ２ＰＭＹＭ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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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３）、（７）、（８）可以得到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建筑业部门资本要素的
比例

Ｋ１

Ｋ２
＝
α１θ１
α２θ２

． （９）

记ａ＝α１θ１／（α１θ１＋α２θ２），表示根据产品份额复合后工业部门资本的相
对份额，则Ｋ１＝ａＫＭ ，Ｋ２＝（１－ａ）ＫＭ 。同样的，两个部门的劳动和土地也
满足固定的比例。

Ｌ１＝ β１θ１
β１θ１＋β２θ２

ＬＭ ＝ｂＬＭ，Ｌ２＝（１－ｂ）ＬＭ， （１０）

Ｔ１＝
γ１θ１

γ１θ１＋γ２θ２
ｕＴＭ ＝ｃｕＴＭ，Ｔ２＝（１－ｃ）ｕＴＭ， （１１）

其中ｂ＝β１θ１／（β１θ１＋β２θ２），ｃ＝γ１θ１／（γ１θ１＋γ２θ２），表示根据产品份额复合
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和土地的相对份额。
结合要素回报率方程 （３）和要素份额方程 （９）—（１１），可以得到政府公

共部门的公共支出Ｇ 满足

Ｇ＝
１－ｕ
ｕ
γ１θ１＋γ２θ２
α１θ１＋α２θ２

ＫＭ ． （１２）

将各部门要素总量方程 （９）—（１２）和各部门生产函数 （１）代入城市最
终品生产函数中，得到最终品的要素生产函数

ＹＭ ＝Ｙθ１１Ｙθ２２Ｇθ３＝Ｂ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ＡＭＫαＭ＋θ３Ｍ ＬβＭＭ ＴγＭＭ ， （１３）
其中，

ＡＭ ＝Ａθ１１Ａθ２２ ， （１４）

Ｂ＝ａα１θ１ （１－ａ）ａ２θ２　ｂβ１θ１ （１－ｂ）β２θ２　ｃγ１θ１ （１－ｃ）γ２θ２γθ３Ｍα－θ３Ｍ ， （１５）

αＭ ＝α１θ１＋α２θ２，βＭ ＝β１θ１＋β２θ２，γＭ ＝γ１θ１＋γ２θ２． （１６）

ＡＭ 是最终品部门的技术，Ｂ 、αＭ 、βＭ 和γＭ 是由外生参数决定的常数，
且由前文规模报酬不变的参数假设，得到αＭ ＋βＭ ＋γＭ ＋θ３＝１。
此外，由方程 （３）和方程 （７）—（１１），可以得到城市内各要素回报率

满足

ｒ＝αＭ
ＰＭＹＭ

ＫＭ
，ｗ＝βＭ

ＰＭＹＭ

ＬＭ
，ｐ＝γＭ

ＰＭＹＭ

ｕＴＭ
． （１７）

（二）农村

农村只有农业部门，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进行生产。农业部门的生产
函数为ＹＡ ＝ＡＡＫαＡＡＬβＡＡ ＴγＡＡ ，下标Ａ 表示农业部门，假设αＡ ＋βＡ ＋γＡ ＝１。
假设资本、劳动和土地可以在城市和农村自由流动，要素回报率在城市和农
村是相同的。但实际中，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资本受到的
限制较小，劳动力限制也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逐步减小，但土地要素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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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受到严格的管控，且农村土地市场由于农地使用用途限制、土地确权不足
等，难以实现与城市土地回报率相同。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是本文关注的
重点内容，因此构建模型时，加入农村土地要素回报率损失系数ξＡ 来刻画政
府对农村土地市场的管制，０＜ξＡ ≤１。
农业部门的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ＫＡ，ＬＡ，ＴＡ

πＡ ＝ＰＡＹＡ －ｒＫＡ －ｗＬＡ －ξＡｐＴＡ ． （１８）

求解式 （１８）中的最优化问题，得到农村各要素回报率满足

ｒ＝αＡ
ＰＡＹＡ
ＫＡ

，ｗ＝βＡ
ＰＡＹＡ
ＬＡ

，ｐ＝γＡ
ＰＡＹＡ
ξＡＴＡ

． （１９）

（三）最终消费品合成

最终消费品由城市最终品ＹＭ 和农业产品ＹＡ 合成，假设最终消费品的生
产函数为ＣＥＳ形式。

Ｙ＝［ｓＹ
η－１
η
Ｍ ＋（１－ｓ）Ｙ

η－１
η
Ａ ］

η
η－１， （２０）

其中，η为城市最终品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已有文献证明，
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产品替代弹性较小，多为互补的关系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ｙｉ　ａｎｄ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２００８），因此对η做出假设。
假设２：０＜η＜１，城市最终品和农村农业部门的产品是互补的。
假设城市最终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分别为ＰＭ 、ＰＡ ，最终消费品的价格

标准化为１，则最终消费品部门的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ＹＭ，ＹＡ

π＝Ｙ－ＰＭＹＭ －ＰＡＹＡ． （２１）

求解式 （２１）中的最优化问题，得到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满足的关系式

ＰＭ ＝ｓ
Ｙ
ＹＭ
（ ）

１
η，ＰＡ ＝（１－ｓ）

Ｙ
ＹＡ（ ）

１
η
． （２２）

（四）消费者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传统的ＣＲＲＡ型，消费者选择最优的消费和
资本来最大化效用，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Ｋ，Ｃ∫

∞

０

Ｃ１－σ－１
１－σ

ｅ－ρｔｄｔ， （２３）

其中Ｋ 和Ｃ是总量资本和总量消费。资本和劳动的报酬由消费者获得，农村
土地由居民集体所有，因此其报酬返还消费者，而城市土地由政府所有，消
费者不直接获得城市土地的报酬，如前文所述，政府将土地的收入转化为公
共资本。消费者的收入用于消费和缴税，剩余财富用于资本积累，消费者的
跨期预算约束为

Ｋ
·

＝ｒＫ＋ｗＬ＋ｐＴＡ －Ｘ－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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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出清

假设劳动力的供给无弹性，每一期劳动力总量等于总人口。人口的初始
值为Ｌ０，土地的初始值为Ｔ０，人口和土地的增长率是外生的。为简化分析，
不妨设ｇＴ＝ｇＬ＝０，则Ｌ（ｔ）＝Ｌ０，Ｔ（ｔ）＝Ｔ０。资本的初始值为Ｋ０，增长率
内生决定。此外，技术进步也是外生给定的。本文已经引入不同部门要素份
额差异导致结构转型的机制，再引入技术进步的差异会增加结果的复杂性，
因此为简化分析，假设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的技术增长率相同，即

ｇＡＭ ＝ｇＡＡ ＝ｇＡ 。
各部门间资本、劳动和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ＫＭ ＋ＫＡ ＝Ｋ，ＬＭ ＋ＬＡ ＝Ｌ，ＴＭ ＋ＴＡ ＝Ｔ． （２５）

至此构建出完整的城乡多部门的分散经济框架。为了简洁易读，叙述时
省略了时间标注，模型中时间相关的变量包括Ｙν（ｔ）、Ａν（ｔ）、Ｋν（ｔ）、

Ｌν（ｔ）、Ｔν（ｔ）、Ｐν（ｔ）、πν（ｔ）、Ｇ（ｔ）、Ｃ（ｔ）、ｒ（ｔ）、ｗ（ｔ）、ｐ（ｔ），ν＝１，２，

Ｍ，Ａ 和无下标。在下文的叙述中，我们仍然省略时间标注。

三、平衡增长路径

本部分将进行模型推导，我们将证明经济最终会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上，

并讨论经济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性质。
首先结合市场出清条件，将要素回报关系式 （３）、（１７）、（１９），产出关系

式 （１３）、（２０）和生产利润关系式 （２）、（６）、（１８）、（２１），代入式 （２４），求
解消费者最优化问题 （２３），得到资本和消费的积累方程

Ｋ
·

＝Ｙ－ｐ（１－ｕ）ＴＭ －Ｃ， （２６）

Ｃ
·

Ｃ ＝
１
σ
（ｒ－ρ）． （２７）

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变量动力系统。系统中技术、人口和土地的增长率是
外生的，我们需要对变量去趋势以得到自治系统。假设

Ｚ＝Ａ
１

１－αＭ－θ３
Ｍ Ｌ

βＭ
１－αＭ－θ３　Ｔ

γＭ
１－αＭ－θ３． （２８）

这里算子Ｚ是以城市最终工业部门为基准构造的。进一步，构造广义人
均变量

ｋ
～
＝
Ｋ
Ｚ
，ｃ～＝

Ｃ
Ｚ
，ｙ

～
＝
Ｙ
Ｚ．

（２９）

以ｋ
～ 、ｃ～ 、ｙ

～ 为准构造动力系统，将微分方程 （２６）、（２７）进行变换和推

导，得到ｋ
～ 、ｃ～ 的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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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ＫＭ ＝κＫ ，ＬＭ ＝λＬ ，ＴＭ ＝τＴ ，κ、λ和τ为城市中各要素占要素总
额的比例，用来刻画城镇化过程，其中λ刻画了人口城镇化率，τ刻画了土地
城镇化率。κ、λ和τ都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随时间而改变。
由于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要素的市场价格在各部门之间相等，令方程

（１７）和 （１９）中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的要素价格相等，结合式
（２２），得到

αＡ
αＭ

κ
１－κ＝

βＡ
βＭ

λ
１－λ＝

ｕγＡ
ξＡγＭ

τ
１－τ

． （３０）

λ、κ和τ总满足式 （３０）中的等价关系，κ／（１－κ）、λ／（１－λ）和τ／（１－
τ）的增长率相同，因此我们只需讨论其中一个变量的增长率即可。在这里以
λ为代表，推导λ的微分方程。最终得到竞争均衡下的三维动力系统 （ｇｘ ＝
ｘ·／ｘ，表示变量ｘ的增长率）。

ｇｃ～ ＝
１
σ［αＭｓ

η
η－１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Ｂ βＡλ＋βＭ（１－λ）

βＡλ（ ）
１
η－１

×καＭ＋θ３－１λβＭτγＭｋ
～αＭ＋θ３－１－ρ］－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 ， （３１）

ｇｋ～ ＝ βＡλ＋βＭ（１－λ）

βＡλ（ ）
η
η－１

－
１－ｕ
ｕ γＭ β

Ａλ＋βＭ（１－λ）

βＡλ（ ）
１
η－１［ ］

×ｓ
η
η－１　Ｂ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καＭ＋θ３λβＭτγＭｋ

～αＭ＋θ３－１

－
ｃ～

ｋ
～ －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 （３２）

ｇλ＝

（１－λ）（αＭ ＋θ３－αＡ）ｇｋ～ ＋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 ）

１
η－１

＋（αＭ ＋θ３－αＡ）κ＋（βＭ －βＡ）λ＋（γＭ －γＡ）τ
． （３３）

并给出横截性条件

ｌｉｍ
ｔ→∞
ｅ－ ρ－

（１－σ）ｇＡ
１－αＭ－θ３

［ ］ｔｃ～－σ（ｔ）ｋ～（ｔ）＝０． （３４）

为使横截性条件成立，假设

假设３：ρ－
（１－σ）ｇＡ
１－αＭ －θ３

≥０。

由微分方程 （３３）可以得到命题１。
命题１：

αＭ ＋θ３－αＡ ＜０时，ｇλ ≥０，ｇτ ≥０，人口和土地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
证明：ｇλ 的表达式如微分方程 （３３）。

ｇλ＝
（１－λ）（αＭ ＋θ３－αＡ）ｇｋ～ ＋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 ）
１

η－１
＋（αＭ ＋θ３－αＡ）κ＋（βＭ －βＡ）λ＋（γＭ －γＡ）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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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代弹性０＜η＜１的假设下，１／（η－１）＜－１，所以有（αＭ＋θ３－αＡ）κ＋
（βＭ －βＡ）λ＋（γＭ －γＡ）τ≤ｍａｘ｛κ，λ，τ｝－ｍｉｎ｛κ，λ，τ｝≤１。因此式 （３３）
中，分母１／（η－１）＋（αＭ ＋θ３－αＡ）κ＋（βＭ －βＡ）λ＋（γＭ －γＡ）τ＜０。
分子中，１－λ≥０，ｇｋ～＋ｇＡ／（１－αＭ －θ３）＞０，因此当αＭ ＋θ３－αＡ ＜０

时，ｇλ ≥０。
由式 （３０）的等价关系可知，τ和λ是同向变化的，当ｇλ≥０时，ｇτ≥０。

证毕。
命题１说明，在替代弹性小于１的情况下，当城市的资本密集程度小于

农村资本密集程度时，劳动力和土地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要使命题１的条
件成立，房地产部门将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房地产建筑业是劳动和土地密集
型的产业，当其市场份额θ２ 足够大时，工业和房地产建筑业合成后的城市最
终品部门也变为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要素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这个意义
上讲，城市房地产建筑业部门帮助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推动了城镇化。

命题１的条件成立时，ｇλ ≥０，要素会从农村流向城市，经济最终会收敛
到城市各部门。可以证明，由方程 （３１）—（３４）组成的动力系统存在唯一的

平衡增长路径，使得广义的人均变量ｋ
～ 、ｃ～ 、ｙ

～ 和要素份额λ、κ、τ的增长率
为０。那么，平衡增长路径上有

λ＊ ＝κ＊ ＝τ＊ ＝１， （３５）

ｋ
～＊ ＝

αＭｓ
η
η－１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Ｂ
１

１－αＭ －θ３
σｇＡ ＋ρ

熿

燀

燄

燅

１
１－αＭ－θ３

， （３６）

ｃ～＊ ＝ １－
１－ｕ
ｕ γＭ（ ）ｓη

η－１Ｂ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ｋ
～＊（αＭ＋θ３

）－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ｋ

～＊ ，

（３７）

ｙ
～＊ ＝Ｂ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ｋ

～＊（αＭ＋θ３
）． （３８）

总量变量Ｋ 、Ｃ、Ｙ等于人均变量ｋ
～ 、ｃ～ 、ｙ

～乘以算子Ｚ，因此平衡增长路
径上总量变量的增长率由Ｚ的增长率决定，均衡增长率为

ｇ＊ ＝ｇ＊
Ｋ ＝ｇ＊

Ｃ ＝ｇ＊
Ｙ ＝

１
１－αＭ －θ３

ｇＡ ． （３９）

回到文章最初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了探究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以及政府土
地财政策略的影响，我们讨论均衡时政府融资性土地比例ｕ、房地产市场的
份额θ２、政府公共部门份额θ３ 的影响。

命题２：ｕ＝
γＭ －θ３
γＭ
时，ｋ

～＊ 和ｙ
～＊ 取最大值。即存在最优的生产性土地比

例ｕ＊ ＝
γＭ －θ３
γＭ

，最大化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ｋ
～＊ 和人均产出ｙ

～＊ 。



９２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证明：根据式 （３６），均衡时人均资本存量

ｋ
～＊ ＝

αＭｓ
η
η－１ （１－ｕ）θ３　ｕγＭ－θ３　Ｂ
１

１－αＭ －θ３
σｇＡ ＋ρ

熿

燀

燄

燅

１
１－αＭ－θ３

．

ｋ
～＊ 关于ｕ求偏导，得到

ｋ
～＊

ｕ ＝
ｋ
～＊（γＭ －θ３－γＭｕ）
（１－αＭ －θ３）ｕ（１－ｕ）

． （４０）

式 （４０）中，当０＜ｕ＜１时，分母（１－αＭ －θ３）ｕ（１－ｕ）＞０，分子中，

ｋ
～＊ ＞０，ｋ

～＊／ｕ的符号取决于（γＭ －θ３－γＭｕ）的符号。当ｕ≤（γＭ －θ３）／γＭ

时，ｋ
～＊／ｕ＞０；当ｕ＞ （γＭ －θ３）／γＭ 时，ｋ

～＊／ｕ＜０。

且可证明 ２ｋ
～＊／ｕ２ ≤０。因此，由一阶和二阶导数可知，当ｕ＝（γＭ －

θ３）／γＭ 时，ｋ
～＊ 取最大值。

将式 （３６）代入式 （３８）中，得到人均产出ｙ
～＊ 的表达式。ｋ

～＊ 与ｙ
～＊ 的表达

式中，关于ｕ的表达式形式一致，且ｙ
～＊关于ｋ

～＊单调递增，所以 ｙ
～＊／ｕ与 ｋ

～＊／

ｕ符号相同。因此，当ｕ＝（γＭ －θ３）／γＭ 时，ｙ
～＊ 也取得最大值。此外，由于

０＜ｕ＜１，所以参数需满足γＭ ＞θ３ 的条件。证毕。
命题２中，最优的ｕ＊ 与城市最终品部门中土地的产出弹性γＭ 和公共部

门份额θ３ 相关，这恰恰反映了土地直接用于生产还是用于土地融资之间的权
衡，说明政府对生产性和融资性土地的最优分配要根据地区具体的经济生产
结构决定，取决于土地用于生产和融资的效率。
命题３：ｇ＊／θ２＜０，ｇ＊／θ３＞０。即房地产市场份额θ２增大会降低均

衡增长率ｇ＊ ，而政府公共部门份额θ３ 增大会提高增长率ｇ＊ 。
证明：将αＭ 的表达式 （１６）代入式 （３９），得到均衡增长率

ｇ＊ ＝
１

１－α１θ１－α２θ２－θ３ｇＡ
． （４１）

增长率与城市内各部门的份额θ１、θ２、θ３ 相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

θ１＋θ２＋θ３＝１，但这一条件不足以确定θ１、θ２和θ３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引
入土地财政进行探讨时，房地产和公共部门的发展会更加彼此相关，而工业
部门的发展相对独立。因此我们进一步假设θ１ 不变，则房地产和公共部门的
份额变化满足Δθ２＝－Δθ３，也即 ｇ＊／θ２＝－ｇ＊／θ３。
将ｇ＊ 对房地产市场的份额θ２ 和公共部门份额θ３ 求偏导，得到

ｇ＊

θ２
＝－

ｇ＊

θ３
＝

α２－１
（１－α１θ１－α２θ２－θ３）２

ｇＡ ＜０． （４２）

证毕。
命题３说明，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房地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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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部门是劳动和土地密集的，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降低对资本的需求，
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命题３同时肯定了政府公共部门的作用，政府通过土地
融资，间接将土地转化为资本，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因此有效率的公共
部门有助于经济增长。
结合命题１至命题３，可以得到：房地产建筑业部门吸引要素从农村流向

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房地产部门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劳
动和土地，不利于资本深化，在长期反而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地方政府借助
土地融资，将土地转化为资本，能够加速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增长；但融
资挤出了用于生产的土地，因此土地融资比例存在最优值，太高的土地融资
比例反而对经济有不利影响。

四、转 移 动 态

上一部分给出了经济达到平衡增长路径时的特征，但经济收敛到平衡增
长状态是漫长的过程，我们更关注经济在转型中的特点，本部分将对经济的
转移动态进行分析。
式 （３０）给出了每一期的人口城镇化率λ和土地城镇化率τ之间的关系，

λ／（１－λ）和τ／（１－τ）的增长率相同，即每一期的λ／（１－λ）和τ／（１－τ）之间
满足固定的比例关系。λ／（１－λ）和τ／（１－τ）衡量了人口、土地在城市和农村
的分配情况，间接反映了城镇化率，我们可以借此探讨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
人口和土地的相对城镇化率。

命题４：定义Ｕｒ＝λ
／ （１－λ）
τ／ （１－τ）

为人口相对土地的相对城镇化率，Ｕｒ／ｕ＞０，

Ｕｒ／ξＡ ＜０。即增加土地融资比例 （ｕ减小）会抑制人口相对城镇化率，而
加大农村土地管制 （ξＡ 减小）会促进人口相对城镇化率。

证明：对式 （３０）稍许变形，得到Ｕｒ＝λ
／（１－λ）
τ／（１－τ）＝

ｕ
ξＡ
βＭγＡ
βＡγＭ

．

关于ｕ求偏导得到

Ｕｒ
ｕ ＝

βＭγＡ
ξＡβＡγＭ

＞０，
Ｕｒ
ξＡ
＝－

ｕβＭγＡ
ξ
２
ＡβＡγＭ

＜０．

证毕。
命题４为我国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土地融资的模式致使人口相对土地的城镇化受到抑制，政府将土地作为融资
的手段，减少了实际土地供给。在替代弹性０＜η＜１的假设下，要素同产品
一样是互补的关系，生产中土地供应减少，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从要
素市场端抑制人口增加。与之相反，农村土地市场的限制降低了农村土地的实
际回报率，使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相对投入增加，反而倒逼了人口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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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动态中其他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难以用显示表达式来刻画，因此
我们选取符合我国现实的参数，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来分析。１９９４年分税制
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地方政府财权上收，但保留了对土地出让的控制权
和收益支配权，因此我们选择１９９４年作为分析的时间起点，采用１９９４—２０１５
年间的数据来校准模型中的参数。
首先校准各个部门的要素产出弹性。模型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土地要素，

通常土地的价值被计算在资本中。以往文献在处理土地要素的份额时，采取
先计算资本、劳动的份额，再将资本的份额分解为土地和其他资本的方式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赵扶扬等，２０１７），我们在校准参数时也参考这种方法。

Ｂａｉ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计算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的各部门要素份额，我们以１９９４
年为准，取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为０．５，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劳动份额为

０．７。接着计算土地占所有资本的比重，根据模型设定，资本和土地要素份额
的比例用存量价值之比来表示，即αｉ／γｉ ＝ｒＫｉ／ｐＴｉ 。但由于缺少存量的数

据，而当此等式成立时，有 （ｒＫ
·

ｉ）／（ｐＴ
·

ｉ）＝ｒＫｉ／ｐＴｉ 成立，因此可以用土地
的增量价值和新增资产价值来计算２，得到工业部门的土地份额为０．２７，房地
产建筑业部门的土地份额为０．６８。最终得到工业部门的各要素份额为α１＝
０．３８、β１＝０．５、γ１＝０．１２，房地产建筑业各要素份额为α２＝０．１、β２＝０．７、γ２＝
０．２。农业部门的要素份额不容易确定，因为农村土地投入的价值难以找到合
适的代理变量和替代数据，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２００８）计算了美国各
部门要素份额，并利用土地投入的数据剥离了土地要素的份额，发现农业更
加资本密集。在此我们参考该文中农业要素份额，假设αＡ ＝０．３８，βＡ ＝０．５，

γＡ ＝０．１２。
接下来校准中间品份额。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量１２　０７１．２４

亿元，房地产建筑业增量３　８２９．０１亿元，地方公共支出增量１　１０１．３６亿元，
据此定义工业、房地产、公共部门的份额分别为θ１＝０．７１、θ２＝０．２３、θ３＝
０．０６。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第一产业年平均产量增量２　４５３．３９亿元，第二产业增量

１２　０７１．２４亿元，因此第二产业份额ｓ＝０．８３。
接下来设定最终品生产函数中城市和农村产品的替代弹性η。参考宏观

文献里估计替代弹性的常见做法，由一阶条件式 （２２）得到估计η的回归方

程，ｌｎ
ＰＡ，ｔ

ＰＭ，ｔ
（ ）＝α＋βｌｎＹＡ，ｔＹＭ，ｔ

（ ）＋ｕｔ ，其中β＝－１η ，帮助刻画替代弹性的大
小。我们使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 （ＷＩＯＤ－ＳＥＡ）中我国细分行业的产值、价

２ 工业取第二产业全行业，房地产建筑业取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加总，工业土地投入为工业用
地，房地产建筑业土地投入为商住用地。从国家统计局的分行业数据中得到每年的新增资产数据，从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获得每年工业和商住土地出让面积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并利用中国土地市场
网公开数据计算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工业、商住用地平均价格，以出让土地面积乘以土地平均价格来表示
土地增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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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产量指数数据，来构造农村和城市产品的价格和产量ＰＡ 、ＹＡ 、ＰＭ 和ＹＭ
的序列，进行估算。构造数据时，假设农村内部、城市内部的各个细分行业以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形式合成农村、城市产品。根据估计的结果，最终取η＝０．５。
３

接下来确定初值，按照１９９４年全国资本形成总额定义资本初值Ｋ（０）＝
１９　９１６．３亿元，按照全国总人口定义人口的初值Ｌ＝１１９　８５０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３４　１６９万人，得到人口城镇化率的初值λ（０）＝０．２８。按照农用地和城市
建设用地总面积定义土地初始值Ｔ＝６６　４３７．５万公顷。
参考Ｂ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４）中的参数设定，设定贴现率ρ＝

０．０２，跨期替代弹性σ＝４，外生技术增长率ｇＡ＝０．０５。此外，政府土地调控

政策ξＡ 和ｕ的基准值取０．５。最终得到所有参数的取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参数取值表

参数 α１ β１ γ１ α２ β２ γ２ αＡ βＡ γＡ

取值 ０．３８　 ０．５　 ０．１２　 ０．１　 ０．７　 ０．２　 ０．３６　 ０．５　 ０．１４

参数 θ１ θ２ θ３ ｓ　 Ｋ（０） Ｌ　 Ｔ λ（０） Ａ（０）

取值 ０．７１　 ０．２３　 ０．０６　 ０．８３　 １９　９１６．３　１１９　８５０　６６　４３７．５　 ０．２８　 １

参数 ｇＡ η σ ρ

取值 ０．０５　 ０．５　 ４　 ０．０２

我们关心转移过程中政府的土地调控政策ξＡ 和ｕ、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

份额θ２ 如何影响城镇化过程、经济增长和要素价格。我们用各要素在城市中
的比例λ、κ和τ来刻画城镇化过程，同时计算了λ／τ的转移动态，考察转型
结构问题。以广义人均产出ｙ

～
Ｍ 、ｙ

～
Ａ 和总产出ｙ

～来刻画经济增长。以土地价格
的对数值ｌｎｐ来衡量土地价格的绝对水平，以土地价格和工资的比值ｐ／ｗ 来
刻画要素的相对价格，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首先看土地要素回报率损失系数ξＡ 的影响，ξＡ 越小，农村土地价格越低

于市场价值，政府对农村土地使用的管制越强。图３展示了ξＡ 不同取值时各
变量的转移动态。

图３中，ξＡ对λ、κ、τ的影响是单调且同向的，ξＡ越大，λ、κ、τ越大，城

镇化的速度越快。从程度上看，ξＡ 对λ、κ的影响程度很小，但对τ的影响比
较大，也就是说，给定初始人口城镇化水平λ（０），加大对农村土地市场的管
制 （ξＡ 减小），会降低土地城镇化率τ。ξＡ 对λ／τ的影响与命题４是一致的，

加大农村土地管制 （ξＡ 减小）会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相对于土地城镇化率的
比值。

３ 限于篇幅，估算过程不予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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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ξＡ 对各变量动态转移的影响

再看ξＡ 对土地价格的影响，ξＡ 对土地相对价格ｐ／ｗ 的影响是单调递减
的，但ξＡ 对土地价格ｌｎｐ的影响却是递增的，农村土地管制越强，土地价格
越低。结合二者，农村土地管制似乎抑制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但同时工资增
速更大幅度地下降。因此农村土地管制降低了要素回报率的绝对水平，同时
又抬高了土地的相对价格，对市场带来双重的损害。

ξＡ 对ｙ
～
Ｍ 、ｙ

～
Ａ 和ｙ

～的影响是单调递增的，ξＡ 越大，ｙ
～
Ｍ 、ｙ

～
Ａ 和ｙ

～的值越大，

也即减少对农村土地市场的管制会促进经济增长。

综合来看，ξＡ 的影响机制比较单一，也符合直观。结合转移动态和命题４
的结论，农村土地管制会提高人口相对城镇化率，但这种限制本质是一种损
害效率的扭曲，扭曲了要素价格，推高了土地的相对价格，不利于经济增长。

图４展示了ｕ不同取值时各变量的转移动态。其中，ｕ＝０．５４是命题２中
经济到达均衡状态时ｕ的最优取值。
图４中，ｕ对λ、κ的影响单调递增，对τ的影响单调递减，增加土地融资

比例 （ｕ减小）会降低人口和资本城镇化率，提高土地城镇化率。很容易理
解，当ｕ较小时，增加土地融资比例 （ｕ减小），城市土地中实际用于生产的
比例减少，在人口城镇化率λ（０）给定的情况下，土地城镇化率τ（０）要更大
才能满足竞争均衡条件；但城市土地的实际投入减少，在替代弹性０＜η＜１
的假设下要素间是互补的关系，因此城市人口和资本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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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λ／τ的影响和命题４一致，增加土地融资比例 （ｕ减小）会抑制人口相对
城镇化率。

图４　ｕ对各变量动态转移的影响

图４中ｕ对ｐ／ｗ 的影响是单调递减的，会推高土地相对价格。ｕ对ｌｎｐ的
影响也是单调递减的，增加土地融资比例同时推高了土地的绝对价格。

ｕ对ｙ
～
Ｍ 、ｙ

～
Ａ 和ｙ

～ 的影响不再单调，根据命题２，均衡时最优的ｕ＊ ＝

０．５４，但在图４的转型过程中，ｕ取０．５４时ｙ
～ 不是最大的，为了更清晰地比

较ｙ
～ 的变化，图中ｕ取了４个不同的取值，最优的ｕ约为０．７５，大于均衡时
的ｕ＊。这说明在城镇化转型初期，城市的生产更有效率，直接将土地投入生
产会带来更多收益，过多的土地融资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但土地融资帮助
将土地转化为公共资本，从长期来看需要更多的土地融资来促进经济的均衡
发展。
综合来看，ｕ对转移动态的影响与ξＡ 相似，因为二者都可以理解为对农

村、城市两个市场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从而影响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但与ξＡ 不同的是，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有有利的一面———部分土地通过土
地抵押融资过程被转换成了公共资本，从而加速了资本积累，ｕ对经济增长的
综合影响取决于土地和公共资本的相对生产效率以及城镇化的程度。
最后我们探讨房地产建筑业部门份额θ２ 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

关心随着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土地要素如何在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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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发挥作用，因此本文的模型没有内生化房地产建筑业发展的机制，而是
外生给定房地产建筑业部门份额θ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探讨这一份额变化的
影响。图５展示了θ２ 不同取值时各变量的转移动态。

图５　θ２ 对各变量动态转移的影响

图５中，θ２对λ、κ、τ增速的影响是单调递增的，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
大会加速城镇化过程。θ２ 对λ／τ的影响是单调递减的，我们结合命题４来理
解，θ２主要通过影响弹性系数βＭ 、βＡ 、γＭ 、γＡ 来影响人口相对城镇化率，而
在本文的参数设定下，随着θ２ 的增大，城市土地的相对弹性增长更快，因此
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会加快土地城镇化率过程，并且由于θ２ 越大城镇化
速度越快，λ和τ之间的差距缩小得也越快。

θ２ 对ｐ／ｗ 的影响是单调递增的，房地产建筑业部门越大，土地的相对价
格越高。θ２ 对ｌｎｐ的影响也是单调递增的，并且从绝对数值上看，θ２ 变化时

ｌｎｐ的变化幅度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品构成中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
扩大是造成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图５中，θ２对ｙ
～
Ｍ 、ｙ

～
Ａ 和ｙ

～ 初值的影响是单调递增的。但房地产建筑业部
门份额不只影响广义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还会影响外生算子Ｚ 的增长率，从
而影响总量经济Ｙ＝ｙ

～Ｚ的增长。命题３得到房地产部门的扩大有损长期增长



第３期 田文佳等：基于土地视角的中国城乡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９２７　　

率，因此我们需要探讨θ２ 对总量经济的影响。

图６中分别展示了θ２与人均产出ｙ
～ 和总产出Ｙ的关系，但θ２不同取值下

总产出Ｙ 的差异不明显，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差异，图６ （ｃ）又展示了θ２
取０．２７时的总产出与θ２取０．２３和０．２５时的总产出的差值。图６中，人均产

出ｙ
～ 的增长率与θ２ 正相关，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提高了广义人均产出
值。但在命题３中，θ２ 与均衡增长率负相关，也即与算子Ｚ 的增长率负相关。
在图６ （ｃ）中，两组ΔＹ 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也即是说在两种反向作用力
的综合作用下，短期内Ｙ 关于θ２ 递增，长期内Ｙ关于θ２ 递减，θ２ 增大只在短
期内起到促进作用，在长期内损害经济增长。

图６　θ２ 对人均产出和总量产出的影响

综合来看，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加速了城镇化过程，扩大经济的体
量，在城镇化转型初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过大的房地产部门推动了土地价
格的快速上涨，且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这是因为：
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会加速城镇化过程，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城市各部门
的快速扩张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和土地，不利于资本深化，因此在
长期，反而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有碍经济发展。

五、分析与结论

近几十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转型
和房地产业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土地
财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的工业、房地产建筑业、
公共部门和农村的农业部门的多部门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探讨土地要素在中
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起到的作用。
本文揭示了中国快速城镇化背后的原因和特征。部门间要素份额的差异

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城市中的房地产建筑业部门是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
能够吸纳劳动和土地，加速城镇化过程。中国近２０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呈
现出了 “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不均衡特征。究其原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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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工业用地补贴和过高的土地融资比例，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相对
土地的城镇化率。虽然农村的土地管制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效果有限，而
且对经济带来其他不利影响。
本文还揭示了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原因。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

大和土地融资都同时推动了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涨，而农业土地管制虽然能
有效抑制土地价格的上升，但同时也会降低工资。如果考察土地相对工资的
价格变动，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土地融资和农村土地市场管制，都会
助推土地相对价格的提高，造成土地价格增长远高于工资的现象。取消农村
土地市场管制、降低土地融资比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土地的相对价格；
降低房地产部门份额会减缓土地价格的增长率，在长期起到缓解房价上涨过
快的作用。
本文还分析了产业结构和政府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型过程中，

房地产建筑业部门的扩大能够发挥 “吸力”作用，通过扩大城市部门来促进
短期经济增长，但其产出效率较低，不利于资本深化，在长期反而会损害经
济增长。增加土地融资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失效率，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但
在长期内却通过公共资本的外部性推动经济增长。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
最优的土地融资比率，由地区具体的经济生产结构和生产效率决定；农村土
地管制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综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背后的土地要素的作用。房

地产建筑部门的扩大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起

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一要素驱动型的发
展模式难以持续。土地的供给是有限的，在结构转型后期其作用较小，还会
积累许多弊病，例如房价过快上涨；而房地产建筑部门持续扩大也会挤出其
他部门，在长期来看不利于资本深化和经济增长。现阶段，中国的高速增长
模式已经遇到挑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土地与经济增长、结构转型
之间的关系，为地方政府调整政策工具、引导房地产部门以合理规模发展提
供建议，最终实现经济驱动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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